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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特区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

杨经国 周灵灵 邹恒甫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合成控制法,以反事实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我国设立经济特区所带来的

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经济特区的设立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效应具有时间上和

空间上的双重不对称性。从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特区设立伊始,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

应最为明显,到了90年代这一效应有所减弱,2000年后进一步下降。后设的经济特区会呈现

出某种“后发劣势”。就地区而言,在东部省份设立经济特区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中西部地区

收效不明显。因此,不能过于依赖经济特区来拉动经济增长,现阶段应加快转变特区的发展方

式,通过动态管理、分类指导强化约束和倒逼机制,优化人力资本、金融等资源配置,走质量效

益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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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228年法国马赛港划出特定区域为自由贸易

区,规定外国货物可以在不征收任何税收的情况下

进出该区域,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特区(马春

辉、冯宇辉,1996)。1948年,波多黎各成立自由贸

易区,爱尔兰香农地区和墨西哥也很快跟进。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各种开发区、经济特区在世界范

围内普遍兴起(Nel& Rogerson,2013)。一般而

言,经济特区通常设立在国际贸易港口附近,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优惠的经济政策是其发展的基础,其设

立的目的主要有促进产品和服务出口、推动国内外

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发展基础设施、维护国家

安全以及同他国保持友好关系等(Sharma,2009)。
尽管经济特区这一称谓是较晚近才出现①,但就实

质而言,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都可算是不同层面的经济特区。所以,经济特区

自发轫到现在,已有近800年的历史。目前有近

3500个经济特区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Farole,2011),囊括了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
经济特区的勃兴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共

识是,经济特区是我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

(徐现祥、陈小飞,2008)。一些研究表明,设立经济

特区能增加政府收入,从而给基础设施建设或公共

物品 的 生 产 提 供 急 需 的 资 金 (Schweinberger,

2003)。而且,设立经济特区的城市在契约密集型行

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并拥有更多的平均出口(黄玖立

等,2013)②。Wang(2013)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发现

经济特区项目总体上对投资有正向影响,并能产生

显著的集聚效应。平均而言,引入特区项目能使人

均FDI水平增加21.7%,且在设立较早的特区FDI
的创造效应(CreationEffect)要远大于转向效应

(DiversionEffect)。Alderetal(2016)发现经济特

区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

资等作用渠道带来了显著正向溢出效应。部分学者

还探讨了经济特区的减贫作用,发现这种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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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该效应

递减(袁易明、张广露,2012)。
当然,经济特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也存在着

较大的异质性。在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

体,经济特区的发展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相较而

言,基础设施落后、企业家才能不足、政治制度的挑

战以及投资者的无知,使得非洲的经济特区未能很

好复制亚洲的成功模式(Nel& Rogerson,2013)。
经济特区除了具备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等

积极效应,也存在着不少负面影响,如社会冲突、收
入不平等、对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的掠夺等(Shar-
ma,2009)。而且,特区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

战。我国经济特区就存在着定位不明、政策不“特”、
内部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先行地位越来越弱等问题

(黄景贵、高莹,2010)。总的来看,目前关于经济特

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对投资、出口、就业、财政收

入和减贫的影响等方面,直接从数量上探讨特区经

济增长效应的文献比较少。

二、估计方法

本文采取政策评估方法,把设立经济特区看成

是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一些省份实施的政策实验。基

于这种视角及合理划分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使

用合成控制法来评估经济特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合成控制法最先由Abadie&Gardeazabal(2003)提
出,Abadieetal(2010)从统计学上给出了严格的理

论基础。
简单来说,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现

有备选的多个控制单元(ControlUnit)进行权重加

总,合成的一个对照组与实验组的特征就极为相似,
因而能较好地作为实验组的对照面来进一步展开反

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目前来看,仍
有不少学者使用双重差分法(DID)或基于倾向性得

分匹配(PSM)下的双重差分法(DID)来进行政策评

估,但这两种实证方法都需要假设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特征基本相同,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有共同趋势

(CommonTrend),条件非常苛刻。相形之下,合成

控制法可以通过合成多个控制单元来得到与实验组

基本相同的对照组,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双重差分

法,有着更为宽广的适用范围。
具体来说,依据本文的研究背景,假设可以收集

到(J+1)个省份、T 期的经济增长面板数据,其中,
只有省份i在第T0(1≤T0≤T)期被实施设立经济

特区的自然实验,另外的J个省份在T 期上都属于

省份i的控制单元。那么,设立经济特区对省份i
经济增长的实验效应可表示为:

τit =Yit(1)-Yit(0) (1)
式(1)中的1表示省份i受到自然实验,0则表

示没受到自然实验。容易得知,当T≥T0时括号内

取值才为1;另外,Yit(1)与Yit(0)分别表示省份i设

立经济特区与不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

于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特区在设立后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所以τit(T0≤t≤T)就是要估计的数值。
可是,当省份i处在时期T0≤t≤T 内,只有Yit(1)能
被观测到,而Yit(0)观测不到,只能选择合适的对照

组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来进行估算。
借鉴Abadieetal(2010)的做法,假设对所有省

份j(1≤j≤J+1),结果变量Yjt(0)和Yjt(1)满足式

(2)(3):

Yjt(0)=δt+θtZj+λtμj+εjt (2)

Yjt(1)=Yjt(0)+τjtDjt (3)
式(2)中,δt表示所有省份相同的时间固定效

应,Zj是一个(r×1)维向量,表示省份j不受经济特

区设立影响且为可观测的协变量,θt是一个(1×r)
维的未知参数向量,μj是一个(F×1)维向量,表示

省份j不可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λt是一个(1×F)
维的不可观测的时变的共同效应,εjt表示省份j 观

测不到的均值为0的短暂扰动。在式(3)中,Djt是

省份j是否受到自然实验的虚拟变量,根据定义有:

Djt =
1 j=i,T≥T0

0 其他情况{ (4)

于是,由式(3)(4)有:

Yjt(0)=Yjt(1)=Yjt,当j≠i时 (5)
双重差分法的“共同趋势”条件会要求式(2)中

的λt是t的线性函数,且Zj、μj和εjt三者相互独立,而
合成控制法并没有这些限制条件。另外,虽然Zj带

有下标j,但这个协变量向量不受具体省份与特区

实验执行前后的限制,只要是与经济特区实验事件

无关且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可以囊括在内。因

此,Zj可以是人口增长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投资占

GDP比重、通货膨胀率等一系列经济增长解释因素

的集合(Barro,1991)。
为了得到省份i在时期t≥T0不设立经济特区

的经济增长结果Yit(0),本文先利用其他J 个不设

立经济特区的省份作为控制单元,再利用非参数方

法选择每个省份的权重,最后通过加权平均J个省份

来合成一个对照组,使其成为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i
合适的对照。在此基础上,Yit(0)就可以由合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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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经济增长结果的加权平均来替代,而合成控制组

中的每个省份(控制单元)不受自然实验,它们的经济

增长情况都是能够观测的,所以可通过这种方式将Yit

(0)合理地估计出来。为此,本文定义权重向量为W
= (w1,…,wi-1,wi+1,…,wJ+1)'。其 中,对 所 有

wj∈W,都有0≤wj≤1,并且有∑
j
wj=1。对于任何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权重向量W,都有一个可行的合成

控制组,其结果变量是各个控制单元的加权平均:

∑
j≠i

wjYjt =δt+θt∑
j≠i

wjZj+λt∑
j≠i

wjμj

+∑
j≠i

wjεjt (6)

由Abadieetal(2010)可知,如果存在W* =
(w*

1 ,…,w*
i-1,w*

i+1,…,w*
J+1)' 使 式 (7)(8)得 到

满足:

∑
j≠i

w*
j Yj1 =Yi1,∑

j≠i
w*

j Yj2 =Yi2,…

(7)

∑
j≠i

w*
j YjT0 =YiT0

,且∑
j≠i

w*
j Zj =Zi

(8)

那么,在给定∑
T0

t=1
λ'

tλt非奇异且样本中自然实验

发生前的期数较多的条件下,就可以证明Yit(0)与

∑
j≠i

w*
jYjt的差距充分趋近零。因此,∑

j≠i
w*

jYjt可以较

好地估计Yit(0),从而能得到实验效应的无偏估

计为:

τ
︿
it =Yit(1)-∑

j≠i
w*

j Yjt,t∈ {T0+1,…,T}

(9)
由式(9)可知,要得到τ

︿
it,需要事先求解满足式

(7)(8)的最优权重向量W*。具体求解思路是:令

X1表示实验组实施自然实验前可以影响经济增长

的预测变量的(k×1)维向量,X0表示各个控制单

元、在自然实验发生前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的预测变

量组成的(k×J)维矩阵,那么,最优的权重向量W*

(V)满足:

W*(V)=argmin
{W}

(X1-X0W)'V(X1-X0W)

(10)
其中,V 是(k×k)维的对称半正定矩阵,表示自

然实验发生前各个预测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权

重,反映了各个预测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
依据Abadie&Gardeazabal(2003),最优解V*能使

特区实验执行前的合成控制组预测实验组经济增长

情况的均方误差(MSPE)达到最小,即有:

V* =argmin
{V}
(Yi-Y-iW*(V))'

·(Yi-Y-iW*(V)) (11)
其中,Y-i=(Y1,…,Yi-1,Yi+1,…,YJ+1)表示所

有控制单元在自然实验发生前的结果变量,是一个

(T0×J)维矩阵。
结合(10)(11)两式,基于使(7)(8)两式尽量成

立的条件,我们通过递归优化法就可以求得最优的

权重向量W*,将其代入式(9),就能得到特区设立

的实验效应的估计值③。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一)数据及变量说明

我们收集了1978-2013年的一个省级面板数

据样本开展分析。由于在某个省份设立经济特区或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表示一揽子优惠措施的执

行,而直辖市在最初的行政划分时已保证优惠政策

的特殊照顾或倾斜,与一般省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

我们在样本中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4个

直辖市④。又因为香港、澳门与台湾的政治经济体

制的差异性,且西藏的统计数据缺失较多,因此,也
未将其纳入到本文的数据样本中。最终,本文使用

的是不包括这些地区的27个省份面板数据,并根据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出相

关数据。
本文选取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效应的

指标,作为合成控制法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而作

为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组,我们参考Barro(1991)、

Abadie& Gardeazabal(2003)以及王贤彬、聂海峰

(2010)等的研究,选取了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预

测变量:(1)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水平,以
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就业人

数占人口比重,表征劳动力投入情况;(3)固定资产

投资占GDP比重,代表资本投入情况;(4)公路铁路

密度,反映基础设施状况,即公路、铁路总里程与地

区土地面积的比值;(5)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表征

经济增长绩效,以1977年为基期进行了消胀处理;
(6)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映当地的产业

结构。
(二)样本分组:实验组与对照组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经济特区设立的虚拟变

量,取1表示执行了特区政策实验,属于实验组,否
则取0。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特区设立的历史,
我们发现政府主要是在地级市、县级市或者专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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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区域设立经济特区或开发区。为了构建关键的

省份特区虚拟变量,就需要将地级市、县级市的特区

设立加总到省级层面。那么,对于长达三十多年的

考察期,又该如何判断有哪些省份受到了设立经济

特区这个自然实验的作用呢? 本文引入积累效应的

概念,定义为该省份设立经济特区和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城市(省会城市除外,但包括县级市)占
省内城市总数的比重⑤。在此基础上,假设在某个

时点,当某个省份被设立为经济特区或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地级市、县级市的积累效应与其他省

份相比处于较强地位时,就可以成为实验组的备选

项。具体而言,我们在样本中采用三个判别标准甄

选出实验组⑥:
(1)借鉴 Guariglia& Yang(2016)和 Guari-

glia& Mateut(2010)采用分位数构建虚拟变量

的做法,将各省的特区积累效应从小到大进行排

列,并基于研究目的,把积累效应处于0.9分位点

及以上的一些省份确定为执行特区政策实验的备

选项⑦。
(2)由合成控制法的操作要求可知,在自然实验

实施前要预留一些时期来匹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特

征,在经济特区实验执行后要预留一些时期来评估

实验效应。因此,本文选取1980-2010年的特区实

验事件作为研究对象。
(3)根据合成控制法的基本思想,我们需要在某

个省份被认为执行特区实验时,接着的三年内(或到

样本时期末)有足够多的未归入执行特区实验的省

份加权平均来构建合成的对照组,因此,我们考虑的

执行特区实验的年份间隔至少是四年。
在数据样本中,任何一个省份只有同时满足这

三个判别标准,才可被确定为执行特区政策的实验

组。依据甄选条件,本文确定了10个执行经济特区

实验的省份,并根据执行时期划分为三组。表1对

我国从1980-2010年设立经济特区的实验组及具

体事件进行了归纳。
(三)实证结果

按照分组,我们应用Abadieetal(2010)开发的

R程序包Synth估计了不同时期每个实验组设立经

济特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设立的经济增长效

应。表2报告了80年代各个实验省份在设立经济

特区之前与其合成控制组在一些关键经济变量上的

对比情况。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6个省份中,
除辽宁外,其他省份特征都与其合成省份特征有较

为良好的拟合。对广东来说,在6个预测变量中,实
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公路铁路密度的差距都很

小,只有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与就业人数占总人口

比重的匹配稍欠理想。对福建来说,在设立经济特

区之前,真实福建与合成福建实际人均GDP、第一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较为匹配,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实际人均

GDP增长率和公路铁路密度稍有差距。对浙江来

说,在执行特区实验之前,真实浙江与合成浙江实际

人均GDP、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公路铁

路密度相似性很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就

表1 执行特区实验的省份及事件概况(1980-2010年)

时期 省份 设立经济特区的事件概况

20世纪80年代
(东部)

广东(1980) 1980年,深圳、珠海与汕头被设立为经济特区。

福建(1980) 1980年,厦门被设为经济特区。

浙江(1984) 1984年,宁波与温州被划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设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山东(1988) 1984年,设立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山东半岛全部开放。

辽宁(1988) 1984年,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辽东半岛全部开放。

海南(1988) 1988年,海南建省,全省被设立为经济特区。

20世纪90年代
(中西部)

广西(1992)
1984年,北海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1992年,南宁被划为内陆开放城市,凭祥、东兴被划为沿边开放
城市。

新疆(1992) 1992年,乌鲁木齐被划为内陆开放城市,伊宁、博乐与塔城被划为沿边开放城市。

云南(1992) 1992年,昆明被划为内陆开放城市,瑞丽、畹町与河口被划为沿边开放城市。

2000年以后
(中西部)

江西(2010)
1992年,九江被划为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南昌被划为内陆开放城市;2000年,设立南昌经济技术开发
区;2010年,设立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上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以及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省份括号内年份表示该省份执行特区实验的时点。各个省份设立经济特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情况,各个省

份的积累效应数据可联系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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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

距尚可接受。山东和海南的情形与浙江类似,虽然

有个别预测变量的匹配有点差距,但其真实省份特

征与合成省份特征在总体上拟合得较好。而辽宁的

预测变量匹配情况较其他省份差,真实辽宁特征与

合成辽宁特征有几个指标差距较大。因此,对于20
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6个省份,通过合成控

制法得到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海南等5个省份

的经济增长评估效应可靠程度较高,而辽宁省则分

析效果一般。
图1刻画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执行经济特区

实验的6个省份及其合成省份实际人均GDP的演

变路径。其中,垂直虚线所对应的年份表示各个省

份设立经济特区的时点。设立经济特区前的特征拟

合最好的是广东,次之为福建、浙江、山东和海南,拟
合最差的是辽宁。自1980年开始执行经济特区实验

时起,真实广东与合成广东的实际人均GDP路径有

明显差异。1980年之后,真实广东的实际人均GDP

表2 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对比(20世纪80年代)

广东 福建 浙江 山东 辽宁 海南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实际人均GDP(元) 392.8 392.9 294.9 294.6 479.0 478.3 573.6 573.5 955.3 709.0 448.1 447.8

固定 资 产 投 资 占 GDP 比
重(%)

14.50 14.58 20.59 17.53 17.93 20.51 25.59 25.33 22.57 21.49 24.37 24.08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
重(%)

31.60 32.16 36.83 37.86 35.90 35.33 35.66 34.76 16.44 30.90 54.16 40.71

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45.02 45.45 38.14 38.36 50.99 44.62 45.27 45.47 44.35 50.45 43.85 43.95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7.193 8.438 13.63 11.27 13.83 11.73 10.23 10.20 7.08 10.76 6.82 7.39

公路铁路密度(公里/万平方
公里) 0.287 0.278 0.267 0.177 0.227 0.227 0.241 0.172 0.246 0.214 0.391 0.172

图1 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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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高于通过反事实构建的“广东”,并在1983年后差

距逐步拉大,到1988年,设立经济特区可以使广东

的实际人均GDP增加200元左右,比不设立经济特

区的情形高了大约33%。由此可见,执行经济特区

的实验对广东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福建来说,执行经济特区实验之后,其实验

效应也非常明显,真实福建的实际人均GDP路径也

高于合成福建的实际人均GDP,到1990年,由于特

区设立的作用,其实际人均GDP增长了近400元。
对于浙江、山东这两个省份,图1显示设立经济特区

之后,真实省份与通过反事实构建的合成省份的实

际人均GDP路径也出现了分离,且两者的差异也是

随时间逐渐扩大。到1988年,设立经济特区使得这

两个省份的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其中,
由于执行经济特区实验的影响,到1988年,浙江的

实际人均GDP增加了大约200元,到1990年,山东

的实际人均GDP增加了大约200元。相对而言,真
实海南与合成海南的实际人均GDP路径差距不明

显,真实海南的实际人均GDP并没能领先于合成海

南,只有在设立经济特区三年后(1991年后)才比合

成海南要高。因此,对于海南来说,设立经济特区对

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性,或者说不

显著。

2.20世纪9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

应。表3报告了20世纪9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省

份实验之前的各个指标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情况。广

西、新疆、云南与其合成省份的前期特征拟合程度有

所差异,而对于各个省份,既存在拟合得理想的指标,
也有拟合不太理想的指标。例如,对于广西来说,真
实广西与合成广西的1978-1992年平均实际人均

GDP分别为348.72与351.25元,相差仅为2.53元;
同时其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实际人均GDP增长

率、公路铁路密度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

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都很小,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比重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不小,但是总体

上拟合较好。相对而言,新疆与云南这两个省份执行

经济特区实验之前的实际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

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特征拟

合得略为欠佳。因此,对新疆和云南两省应用合成控

制法得到的经济增长评估效应的显著程度不高。
图2刻画了20世纪9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对实

际人均GDP演变路径的影响。广西执行经济特区

实验之后,实际人均GDP的真实路径明显在其构造

反事实得到的合成路径之上,意味着特区实验使经

图2 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20世纪90年代)

图3 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20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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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有明显的增长。到2000年,真实广西的实际人均

GDP比 合 成 广 西 要 高200元 左 右,增 长 了 大 约

25%。相形之下,新疆和云南在执行经济特区实验

之后的经济效果不明显,到2000年新疆与合成新疆

的实际人均GDP路径基本重合,而合成云南的实际

人均GDP甚至要比真实云南要高。但是,新疆和云

南在特区设立前的预测变量匹配欠佳,因而对经济

增长的评估效应可靠程度不理想。因此,这两个省

份的特区实验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在统计上是不显

著的,不能很好地说明经济特区实验对经济增长影

响的方向和幅度。

3.2000年之后设立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4报 告 了2010年 执 行 经 济 特 区 实 验 的 江 西

2000-2010年期间7个预测变量的真实值和合成

值的对比情况。一方面,真实江西与合成江西的实

际人均GDP、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公路铁路密度

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匹配较好。比如,真实江西

2000-2010年平均的实际人均 GDP是2159.03
元,而合成江西这段时期的平均实际人均 GDP是

2159.51元,真实江西和合成江西的平均实际人均

GDP增长率都为13.38%。另一方面,江西的固定

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和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等几个预测变量的真实

值和合成值的差距也不大。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江
西在执行经济特区实验前,合成江西的路径可以较

好地拟合真实的江西,能够作为江西设立经济特区

实验后合适的反事实情形。
图3给出了对江西实施经济特区实验应用合成

控制法进行非参数估计的结果。2010年之前,真实

江西和合成江西在设立经济特区前的特征较为匹配,
实线和虚线基本上重合。执行经济特区实验的2010
年之后,真实江西实际人均GDP路径也与合成江西

的相应路径几乎重合。这说明对江西而言,执行经济

特区实验对其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作用很小。

四、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我们考察经济特区实验效应的统计显

著性,以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由Abadie
etal(2010)可知,应用合成控制法得到的非参数估

计结果不能利用大样本的统计推断技术来检验显著

性,但可以借助类似秩检验的排列检验法(Permuta-
tionTest)来对评估效应进行显著性分析,其具体思

表3 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对比(20世纪90年代)

广西 新疆 云南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真实值 合成值

实际人均GDP(元) 348.72 351.25 646.20 630.88 419.52 427.75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17.92 20.86 35.94 24.61 22.23 20.93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42.19 40.92 37.79 28.77 38.62 38.81

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49.15 49.21 41.24 42.06 51.07 49.25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6.91 6.62 9.37 6.27 8.73 7.67

公路铁路密度(公里/万平方公里) 0.151 0.181 0.015 0.062 0.131 0.223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6.05 5.08 6.27 6.50 4.58 5.82

表4 江西省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对比

真实值 合成值

实际人均GDP(元) 2159.03 2159.51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54.64 51.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8.58 15.24

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51.90 52.58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13.38 13.38

公路铁路密度(公里/万平方公里) 0.568 0.565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7.84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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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通过对实际上没有执行实验的合成对照组内

的所有控制单元假定为实验组,对其逐一进行安慰

剂检验(PlaceboTest)⑧,并把所有处理效应全部排

列出来,如果所有安慰剂的效果都不及实验组的效

果大的话,就能认为实验组的评估效应在统计上是

显著的,可以判断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一)20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增长效应

稳健性分析

图4报告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及海南等设

立经济特区的省份的稳健性检验,由于辽宁在执行

经济特区实验前跟合成的对照组的拟合效果不太

好,其估计结果可靠程度不高,故未纳入稳健性的

分析。
与各自对照组中所有控制单元的安慰剂检验效

果相比,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的实际人均GDP真

实值减去合成值的差值(Gap)要更大,说明图1对

图4 特区实验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20世纪80年代)

注:黑色实线表示执行经济特区实验的

实验组省份的实际人均 GDP与合成的对照

组的相应数值的差距,而每条灰色实线则表

示应用合成控制法针对对照组内的控制单元

作安慰剂检验所得到的实际人均 GDP真实

值与合成值差距。

这4个省份经济增长效应的评估是显著的,结合预

测变量的匹配情况可以认为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相对而言,海南在1988年实施经济特区实验后,并
没有比其合成的对照组的控制单元有增长优势,因
此,海南的特区实验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不稳

健。
(二)20世纪9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增长效应

的稳健性分析

图5报告了广西、新疆、云南执行经济特区实验

的增长效应稳健性检验。广西在设立经济特区后,
其实际人均GDP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Gap)比
对照组中其他控制单元的差距要大,故而广西设立

经济特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

的,非参数估计结果是稳健的。相较而言,新疆和云

南设立经济特区后并没有比其对照组的控制单元表

现出更大的经济增长优势,执行经济特区实验对新

疆和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估计结果没

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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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特区实验的增长效应稳健性检验

   (20世纪90年代)

注:同图4。

(三)2000年之后设立经济特区的增长效应稳

健性分析

图6给出了2000年之后江西设立经济特区的

增长效应显著性检验。江西设立经济特区后的实际

人均GDP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差距在0附近,没有领

先于其他控制单元的经济增长的效果。因此,江西

的非参数估计是不显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我国2000年之后所设立的经济特区实验事件没有

体现出显著优势,估计结果也不稳健。

五、结论与解释

设立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制度试验的重

图6 特区实验的增长效应稳健性检验

  (2000年之后)

注:同图4。

要战略步骤,经济特区总体上是能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的。但也应当看到,既存在增长绩效良好的经济

特区,也存在效益一般的特区。从区域来看,在东部

省份设立经济特区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中西部

地区收效不明显。这与况伟大(2009)的发现较为一

致。分时段来看,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设立伊

始,其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到了90年代该效应有所

减弱,2000年后则渐渐表现不明显。概言之,经济

特区所带来的增长促进效应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

双重不对称性。这里所说的经济效益并不仅仅局限

于特区自身,更看重其带来的扩散效应(或者说“涓
滴效应”)。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特区的增

长促进效应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称性? 本文只

是揭示了这一特征事实,严谨的回答还有待专文探

讨,我们在这里做一些尝试性解释。1978年改革开

放大幕开启后,鉴于对外开放经验的缺乏,政府采取

政策试点和逐步推广的方法,陆续在沿海地区设立

了经济特区,广东、福建等省市便是这场“大试验”的
重要基地。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肯

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成绩。此后,中央政府进一步

推广经济特区,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

次、多领域的开放格局。不难看出,我国经济特区的

设立和发展在时间上是逐步推进、在空间上是逐渐

铺开的。这样的发展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后的

特区经济格局。
具体而言,先设的经济特区占据了政策制高点,

对周边地区及日后设立的经济特区会产生极化效应

(或者说“回波效应”)。如果先设特区所带来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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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扩散效应弱于其极化效应,其对经济均衡化发

展是不利的,这应该是后设特区呈现出“后发劣势”
的一大诱因。就空间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异

质性程度要远低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由于地

形等特征,各个经济单元之间存在着不少“经济断裂

带”,这使得当地经济特区扩散效应的发挥大打折

扣。相形之下,东部省份各经济单元之间异质性程

度较低,经济特区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容易发挥,其收

效也更为明显。而且,东部地区在技术条件、基础设

施、人力资本和集聚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是中西部

难以比拟的。由此或能理解各地经济特区增长促进

效应差异化的产生机制。

六、政策含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为了使经济保

持平稳增长,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并加快了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和升格。目前,此
类开发区也在不断扩容。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我国仅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已多

达219个,省市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数以千计,
其中大部分是近几年批复设立的。但是,根据本

文的研究结论,现阶段若过于依赖经济特区来拉

动经济增长,收效也许不会特别明显,国民经济

的健康持续发展还需借助系统性改革和配套措

施的跟进。
退而言之,如果要升格、扩容经济特区,最好是

在原有特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尽量避免新设。
即便是新设特区,也应尽可能地设在技术条件扎实、
集聚经济明显、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本优良的东部

地区。而且,应通过动态管理、分类指导强化约束和

倒逼机制,转变经济特区发展方式,优化人力资本、
金融等资源配置,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具体来

说,东部经济特区要率先实现转型发展,继续提升开

放水平,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提高

在全球价值链及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西部经济特

区则应依托当地比较优势,着力打造地方特色和优

势主导产业,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防止低水平

重复建设,促进现代化产业集群健康发展;面临资源

环境严峻压力、发展长期滞后的特区可通过限期整

改、退出等方式实施动态管理。就进一步研究而言,
下一步可着重探讨我国经济特区增长促进效应呈现

出时间上和空间上双重不对称性的原因,以及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老特区应该如何定位、如何

协调发展。

注:
①据学者考证,习仲勋最早定名“经济特区”(熊金武,2015),

时间为1980年3月。

②Nunn(2007)对契约密集型行业(ContractIntensiveIn-
dustry)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简单来说,在现实经济中,

由于契约的不完全,较多使用关系特定型或专用性资

产生产商品的行业更容易事后被买家“敲竹杠”,故对

契约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关系特定型或专 用 性

资产占全部中间投入比重较高的行业就被称为契约密

集型行业。

③递归优化法的详细实施过程可以参考Abadieetal(2010,

2015)。

④1997年,重庆被中央政府设为直辖市,所以本文将1997
年之后的重庆剔除出数据样本。

⑤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

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年版)》,特区可

以分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本文不考

虑省级开发区的设立,只着眼于城市被设立为经济特区

或在城市里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类事件的积累

效应。理由是:省政府设立的经济开发区对自身经济增

长虽有帮助,但相比国家级经济特区的经济促进效应来

说较小,所以忽略其不会使分析结果有太大偏误。而且,

本文分析的是中央政府对省级单位执行的特区实验,重
点考察由中央划分的经济特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也是合理的。

⑥将合成控制法应用于多个实验组的分析可参考Billmeier
& Nannicini(2013)、Milleretal(2012)以及苏治、胡迪

(2015)等的文献。在这里,本文借鉴Billmeier&Nannici-
ni(2013)甄选实验组的判别标准。

⑦现有文献大多定义中位数以上的个体的政策虚拟变量为

1,而本文并非应用传统的回归方法,而是应用针对各个体

的合成控制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一些实施特区自然实验

的省份增长效应的非对称性,因此基于样本中的27个省

份,将特区虚拟变量为1的标准提高到0.9分位点,甄选3
个最具代表性的省份,并要求备选省份的特区积累效应不

低于省份的平均值,已被定为实验组的省份要剔除,由此

确定出执行特区实验的省份。

⑧安慰剂检验来自于医学术语,但已经广泛用于一些政策

评估的计量方法中,如双重差分法(DID)和断点回归方

法(RD)。对于合成控制法(SCM),Abadie& Gardeaz-
abal(2003)最先利用安慰剂检验考察评估效应的可靠

性,其操作思路是:假设对对照组执行实验,对其实验效

果进行评估,由于对照组在现实中并没有真的发生实验,

因此如果实验前后的真实值和反事实情形差距很小,则
说明实验组的处理效应的确是显著的,对照组本质上是

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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